
自公共财政诞生以来，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始终是一个常话常新的命题。尽管对于财政支出的绩效
是否适合采用考核评价的方式在现代预算发展史上也曾存在过某些分歧，但随着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在财
政预算管理中的良好应用及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系统的改进，财政支出绩效是可以数量化测度的已日益
成为广泛共识。近年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与管理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呈方兴未艾之势。展望未
来，构建中的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还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

在路径选择上，实现从“干中学”到“顶层设计”的思路转变。任何颇具创新性色彩的新生事物，在其
发展的早期阶段，采用边摸索边总结的“干中学”模式都是非常正确的路径选择。不论是“评价”、“考评”、

“评估”、“监测”等“做什么”层面的技术方向性差异，还是“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绩效导向”等“为
什么做”层面的总体取向差异，都显示出“干中学”阶段的百花齐放色彩。不过，随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在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层面的日趋深入，需要及时转向顶层设计的层面。这不仅体现在制度法规和操
作规程上的总体指引，更为迫切和紧要的是要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逻辑模型。
这种逻辑模型的功能在于，针对千差万别的评价客体提炼抽象出不同评价对象的活动过程、产出、最初
结果、中间结果和未来结果等逻辑关系的“结果链”，从而实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从抽象（概念界定层面）
到具体（评价实践）再返回抽象（规律性的归纳）的跃升过程。

在类型分布上，实现从“统一评价”到“分类评价”的模式转变。财政支出项目具有资金规模差异悬
殊、项目数量繁多、支出类型千差万别的特点。在我国财政绩效管理改革的早期阶段，对于海量评价客体
的类型划分，或者基于教科文卫等支出功能分类，或者基于购买服务、采购商品、在建工程等经济性质分
类，进而循着从共性指标到个性指标的评价思路，试图构建一种全覆盖的统一的操作规程，而忽视了按
照评价对象资金规模的大小，区分不同资金量级的绩效评价方法。在现实中，对于高达数十亿元的项目
和仅有几百万元的项目，采用基本雷同的绩效评价方式和规程，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法，自然是
不足取的。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我国增值税管理中区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而采用不同管理
方式的经验，适当区分中小型项目的简洁性绩效评价和大型项目的综合性绩效评价。可以考虑的思路是，
按照“双重二八率”的划分方式，将80%以上的财政支出项目，归入简洁性绩效评价的类型 ；对于简洁性
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可以考虑在综合性评价的指标数量基础上，仅保留20%的关键核心指标，并大大
简化其评价操作规程。至于不同类型的具体划分标准，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应该交由具有信息优
势的一方来决定，并报经财政绩效评价管理部门审核。这样既可以有效降低绩效评价的成本，又可以集
中精力聚焦于重点财政支出项目的绩效追踪与管理。

在评价关注重点上，实现从“结果导向”之理想状态到“兼顾产出和结果、更侧重于产出”之现实状态
的重心转变。就常识而言，公共支出项目的产出比投入更为重要，而结果（或最终效果）又比具体产出更重
要。但是，从关注产出走向关注结果（或效果、有效性）的过程，尽管有助于更好地判断公共服务供给的最
终效果，但是对于项目管理者而言，却往往有失公允。预算过程并非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复
杂性的过程。产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不能采用简单的两分法。上世纪中叶，各国绩效预算改革的早期尝试
及其失败，也恰恰忽视了这种现实条件的约束，而迷失于过度理想化的美好愿景。一般地讲，管理者的受
托责任需要基于产出而不是结果，因为后者不能为管理者所能直接控制，也更难界定和量化。从“多因之
果”的角度分析，成果一般并非由某一项目单独带来，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产出的形成在相
当程度上可以由项目管理者控制，而结果则更多地受项目所不能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让公共支
出项目的管理者对结果负责，至少从道理上说是不够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仍旧不能过早地过度强调
绩效结果导向，而抛弃传统的“投入——产出”评价方式。在现实的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中，绩效评价的重点
应该体现为兼顾产出和结果，并适度加强产出指标的权重，这应该是有一定理论和现实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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